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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化类型上看，儒家法应属伦理法。这一文化品性决定了它的内在精神，进而形成以“情

—理—法”位阶排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调整规范系统。推进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正确

认识儒家伦理法的历史局限和影响，进行现代法治精神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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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法思想史中，儒家法思想基本上居

于主流地位。从文化类型上看，儒家法应属“宗法伦

理型和家族伦理型”，简言之，即伦理法。这一文化

品性决定了它的内在精神，进而形成以“情—理—

法”的位阶排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调整系统。

笔者认为，就总体而言，儒家伦理法与现代法治精神

不相契合，因而有必要进行重构，以适应法制现代化

的要求。

一、儒家伦理法的内在精神

( /儒家伦理法要义
所谓儒家伦理法，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

国古代政治和法律。“它以家族主义伦理为基点，将

宗法伦常作为法的精神或灵魂”，认为“君权是父权

的延伸，国是家的扩大，体现家、国一体这样一种基

本特点。”［(］儒家伦理法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法文化形

态，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儒家伦理法是把

宗法家族伦理作为大经大法的法文化体系；其二，宗

法家族伦理被视为法的渊源和最高价值，伦理凌驾

于法律之上，伦理价值代替法律价值，伦理评价统率

法律评价；其三，伦理与法律没有明确的界限，宗法

伦理道德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具有法的效力，从而

形成法律伦理化和伦理法律化的双向强化运动。可

见，儒家伦理法既有理想法的价值，同时又有实在法

的功能，沟通二者之间的力量就在于圣人的人格和

圣人的政治法律活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社

会性质、政治结构、法律体系一直处于一种超稳定的

状态，这与儒家伦理法的强大支持不无关系。因此，

探析儒家伦理法的内在精神，对于宏观把握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儒家伦理法的内在精神
儒家伦理法精神主要体现为“情、理、法”。所谓

“情”，即人情。历史上“法顺人情”一直是统治者立

法的基本原则。汉人晁错曾说：“法令———合于人情

而后行之”；［"］《文子·上义》曰：“法生于义，义生于适

众，众适于人心”；宋人张丰则将法悖人情作为法律

实施不力的原因，所谓“立法⋯⋯常至于沮而不行者

何也？是其立法非人情之故也。”［0］明人薛 认为：

“法者，因天理，顺人情，而为之防范禁制。”［&］在中国

古代司法制度中，执法顺民情，乃至屈法而伸情的情

况也比比皆是。早在《周礼》中就有“以五声听狱讼，

求民情”的规定。汉代司法中提倡“春秋决狱”，即引

用《春秋》这部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断案，儒

家的其他经典也可引用作为判决的依据，称为“经义

折狱”。“春秋决狱”或“经义折狱”的最主要原则是

“原心论罪”。董仲舒这样解释：“《春秋》之听狱也，

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

本直者论轻。”［$］《盐铁论》则解释说：“志善而违于法

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即主观归罪，过分强调动

机和情节的伦理评判，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

据。朱熹这方面的主张最为典型，他说：“未有无弊

之法，其要之在得人”［%］，要求司法官处理每个案件

都要做到“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每个案件都要达

到“上合法意，下慰民情”，要“常屈以申恩，而不使执

法之意有以胜其好生之德”，要“常行于法之外”。［!］

至隋唐时期，许多“人情”内容已渗入法律，成为法的

基本原则。其中主要有同居相为隐、允许复仇、矜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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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存留养亲、五服定罪等。以复仇为例，复仇通

常被认为是符合人情的，顺人情也就合天理，当然不

在法律处罚之列。

所谓“理”，即天理。宋代大儒程颢、程颐的高足

谢良佐如是体味程氏的理学：“所谓天者，理也。”又

说：“所谓天理者，自然的道理，无毫发杜撰。”［!］儒家

所说的天理是指宗法伦理和家族伦理。正如二程所

言：“夫有物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

臣止于敬”［"］这个天理实际上就是父慈子孝、君仁臣

敬等伦理。朱熹也曾说：“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

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故圣人以治之为之教，以明之

为之刑。”［#］在他们看来，法律不过是“三纲五常”这

些“法上之法”的具体化和条文化。自汉代开始到唐

代完全形成的所谓“十恶大罪”中的恶逆、不孝、不睦

等就是以维护家本位伦理为宗旨的。在司法方面，

所谓“因天理”就是主张以家庭中的尊卑长幼贵贱关

系和“名分”作为定罪量刑之根据。譬如，认为告发

祖父母、父母是“干名犯义”，违背伦常，应处以极刑；

子孙伤害父母则是十恶不赦，父母伤害子孙不过是

管教过当等等。海瑞在这方面的主张尤为典型，他

认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

伯，宁屈其侄”［$%］。这样，卑幼在家庭中天然的低下

地位被移到了法律领域，此即所谓“天底下无不是父

母”，“长幼相争，总是幼的不是”，宗法伦理在司法领

域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法”，即国法。与西方自然法观念所不同

的是，中国古代的法是国法、王法，法自君出，皇帝是

最高的立法者。因此，维护国威必然强调刑，甚至把

刑当作法的全部。《说文》曰“法者，刑也”。《管子·

心术上》认为“杀戮禁诛之谓法”，而《尚书·吕刑》

“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慎子》甚至

说“惨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宋人杨万里说得更是

透彻：“法不用则为法，法用则为刑；民不犯则为法，

民犯之则为刑”［$&］。上述观点可用明人丘浚的话一

言以蔽之：“法者罚之体，罚者法之用，其实一而

已。”［$’］此外，在某些人看来，法似乎还应包括赏，

《韩非子·二柄》曰：“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

庆赏之为德。”但实际上赏是空泛的，司法上所说的

赏只不过是赦宥而已，归根到底还是以刑为法。总

体说来，在中国古代，国法具有“正名定分”的作用，

可以“规矩、绳墨、权衡”，用以“禁暴止乱”、“救世”、

“统一思想、消灭异端”，它一直被视为手段、工具。

因而在人们心中，法律是冷酷的、可怕的、不祥的，

“百姓所以悬命也”。

综上所述，天理、国法、人情三者是统一的。天

理体现为国法，从而赋予国法以不可抗拒的神秘性。

执法以顺民情，又使国法增添了伦理色彩，使得国法

在政权的保证推行之外，还获得了神权、族权和社会

舆论的支撑，因而更具有强制力。这正是天理、国

法、人情三者统一的出发点和归宿。但三者又不是

并列的，天理来自人情，国法渊源于天理，以天理为

最高依据，而国法之应天理就是顺人情，从人心。可

见，情高于理，理又决定法。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

控制系统中，决定了“情—理—法”的架构形式。

’ (“情—理—法”的位阶排列
在中国古代社会控制系统中，“情—理—法”的

位阶排列是其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超

稳定状态的一大原因。这里的情，指人情或人性，但

不是自发的情感，而是符合伦理要求之情。理即天

理或外部原因，指宗法伦理和家族伦理。情代表可

变的人的因素，理代表不变的宇宙的法则，而法指的

是明确的、严格的行为规则。亚里士多德说：“人是

伦理的动物，但不是情理的动物。”中国人却将合情

置于合理之上，认为道德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

化的，情则更现实、更人道，与实际密切联系，因而更

能正确理解和审时度势；而法，是人所制定的，既不

像天理那样为众所公认，相对稳定，又不像人情那样

现实、人道，因而，就被置于第三阶位。在中国古代，

情一直被置于无上的地位，《红楼梦》宁府客房悬挂

着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生动

地表明了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群体取向、他人取向

或社会取向，人情在中国社会可谓是无所不在，其对

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深刻。例如，中国人主张宽容，

“有容，德乃大”，宽容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忍耐，“忍从

心，刃谓心中含怒如怀刃”。而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是

“和”了。“和为贵”是人所共知的古训，“和”的涵义

就是和谐，而“和为贵”的价值目标意味着人际关系

的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一个

“和”字甚至可以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追求全

部概括出来！可见情的巨大力量。从情所衍生出来

的处世观念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社

会，人际关系较为稳固、持久。凡一切在情理之中，

就会迎刃而解，而法作为社会规范，往往会处于尴尬

而令人忽视的地位。法常被视为“冷酷”，远离人情，

运用之，将会破坏人情，因此，它的制约作用极其微

弱。长期以来，中国公法发达，私法极不发达，这缘

于人情抑制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以致相应的法

律规范极其单薄、无力。可见，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

定了情、理、法在处理群内、群外成员间纠纷时，法是

列在最后的，足见其制约能力之微弱。

二、儒家伦理法的局限

$ (礼、法、仁的矛盾
礼和仁是儒家学说中的两个基本范畴。礼是社

会规范，仁是众德之总。它们作为儒家伦理的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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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与法既相并存，同时又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具体而言，礼是差别性规则，而法是同一性规则。二

者本来格格不入，但在传统社会中却和谐地并列着。

《中庸》中说：“亲亲之杀，尊尊之等，礼所生也。盖儒

家之论差等，一曰亲疏之别，二曰贵贱之差，凡名物

制度咸因此而生差别，是儒家以礼为法也。”本来，孔

子认为“仁者，爱人”，仁是讲人的全体的，所有异于

禽兽者不分阶级、种族、贵贱、君子、小人，都是“人”。

中国文化是把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人格自然平等，

但是礼与仁的结合，败坏了仁。“礼不下庶人，刑不

上大夫”使平等几乎殆尽（在阶级内部，还有一定意

义上的平等），也使法的普遍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更是无从谈起。特别是与温情脉脉的礼相对照，法

更加面目狰狞。在百姓心目中，法实质为刑，是以暴

制暴的工具，对百姓而言，法律就是剥夺，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悲哀。

! "人情的泛滥
儒家伦理法强调礼治、德治，使法律充满了人情

味，却失去了应有的威信。自孔子有“父为子隐，子

为父隐”之说，以及舜父杀人，而孟子主张舜应窃负

而逃以来，儒家的思想就蕴藏着私情与国法的冲突。

《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中，石渚因父杀人，作为执

法者被困于私情与国法相冲突的矛盾之中，不得解

脱，只好一死了之。后来，同学、朋友、同乡关系日益

扩大，使人情不断泛滥，到今天为止，在某些地方，竞

演绎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人情就像腐蚀剂，大大

败坏了法。在人情的掩护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

将家族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有法不依，成为情有

可原之举，法律在“人情网”中被扭曲了。

# "群体取向的负效应
儒家伦理法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目标。这样，

一方面，强调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而非个人正义

与权利的张扬。和谐被视为不易真理，冲突不好，如

不能避免之，最好能迅速和解，让和谐秩序恢复。但

是，一味求和往往促成表面和谐，一旦积压的怨怒爆

发，后果更无法收拾。另一方面，以群体的秩序为

重，往往使弱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在实际运

作过程中，因为群体秩序常常掌握在强者手中，强者

容易假群体和谐之名压制与其发生争执的弱者，并

无所谓客观的公共权力介入而济弱扶倾，法律威信

难以确立，这也是民众厌讼的根源之一。

$ "自由裁量的滥用
中国古代社会受《春秋》断狱影响，司法、行政合

一，司法判决常取决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

思想。传统法律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思想，

儒家思想作为最高原则，与法律无异，“尊德礼而卑

刑罚”，这种审判上的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

三、法、理、情的重新架构

% "法与伦理的融合与分化
法与伦理并非对立，格格不入的。“从社会学的

角度来看，伦理与法共同构成社会的统一秩序，伦理

与法同样存在于规范强制和秩序之中”，而且，“把法

和伦理不单单作为观念上的现象，同时作为一个社

会的实体而加以承认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法和伦

理这样两种社会秩序的分化和对立并非绝对的、超

历史的，而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川岛武宜论述

了在被家长权所支配的典型的家族共同体以及在封

建的主仆关系里，法与伦理的分化是不存在的，因

为，在那种社会中、情境里，人把其全部生活埋没在

家族关系和主仆关系之中，外在的及内在的生活分

化，即权力的秩序和精神的秩序分化是不存在的。

黑格尔对古代中国的文化特征也作了非常明确的分

析，他认为，中国人没有把法和伦理区别开来，二者

处于直接结合的状态，“在那里，伦理的规范被作为

法来看待，所以主体的意志被作为外在权力的法律

所支配。所有内在的东西，即心情、良心、形式的自

由是不存在的，所以法律只作为单纯的强制的法而

存在。在古代中国，家族虽然也是国家机构的基础，

但是所有的关系都是被强制命令的，其结果，自由的

感性，家族的伦理道德都被破坏了。”［%$］在这里姑且

不论黑格尔对古代中国状况的论述是否符合实际，

而仅就伦理与法关系的论述倒是极精当的。

伦理与法的分化是历史性的现象，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等价交换属于利己心

的世界，而伦理属于利他心的世界。”因为“资本主义

经济的法的非伦理性是由来于法调整的彻头彻尾的

利己心的世界中的商品等价交换这样一种性质。”

“并且，在那里经济固守其存在，使法成为其从属者。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及关系，法成为‘唯物的’，‘个人

主义的’”，换句话说，“个人主义的法反映了资本主

义经济的现实的历史性的形态⋯⋯伦理对于资本主

义经济的法，即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来讲，本来是异

质的、外在的，进一步讲，伦理可以表现为制约、限制

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经济妨害者。”［%$］因此，伦理与

法的分化是适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而无论对于古

代中国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法与伦理在一定程

度上是可容的。

! "法、理、情的重新架构
就总体而言，儒家伦理法的内在精神与现代法治

精神不相契合，因而必须进行重构。我们认为，“情”

应摒弃宗法伦理和家族伦理的禁锢，更注重人的内在

的自发的情感；“理”应借鉴西方的理性主义，即抽象

的、分析的、普遍等理性能力；“法”除国法外，更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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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社会性，赋予其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在位阶

排列上，则应将法律位阶提升，形成“法—理—情”的

重新架构，以力求社会控制功能上的正当性。

（!）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法律至上是指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社会主体

的一切行为都要以法律为最高准则。它有三方面含

义：首先，法的神圣性。法律具有其他社会规则所不

可比拟的尊严，对其应有宗教般的虔诚与尊重。其

次，法的权威性。法律应是其他社会系统的价值标

准，法律应成为权力的控制器，法律应是解决社会冲

突的首要渠道。再次，法的至信性。法律在人们心

目中形成崇高的威信，它应被所有社会成员信仰和

服从。培养法律至上观念最根本的是要使社会民众

对法律抱有信任乃至信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权对法的腐蚀，情对法的消融，法律道德化使法

极具弹性，抽象而又模糊，这都大大影响了民众对法

律的信仰，而没有信仰的法律将蜕化为僵死的教条，

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因此，当务之急是

使民众信仰法律，直至将法律置于无上的地位。具

体而言，第一，主体权利意识的培养。权利是法的内

核，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意识

的增强导致对法律的认识与对其价值的认同，有利

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长，反之，对法律的信仰也必将

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从而又推动法意识的增

强。第二，抛弃法律工具主义论。法律工具主义导

致人们仅把法律看作是无数统治手段之中的一种，

工具没有灵魂，没有良知，影响了民众对法律所蕴含

的人类终极关怀这一价值目标的追求与信仰。因而

必须抛弃。第三，重视执法者的形象与中介作用。

法必须通过执法者才能由抽象化为现实，只有执法

如山，公正无私，才能唤起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正确认识情的地位、作用
人类学家林顿认为人最基本的需求有三种：一

是安全需求，二是感情需求，三是智性的需求。中国

家庭前两者都很高，中国传统社会在组织方面是家，

在生活规范方面是礼，二者极富人情味，并且中国传

统社会的群体取向使中国人的个人力量是附属于原

始人际关系之上的，它使中国人避免了类似西方国

家那种由于个人孤独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由

于不稳定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青少年犯罪、种族歧

视、暴力活动要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人情在帮助犯

罪分子改过自新，预防、制止犯罪方面也是不可忽视

的无形力量，特别是家的凝聚力、亲情的感召力，使

其在消弭纠纷、化解矛盾方面发挥着微妙而又不可

忽视的作用。而由于强调礼治、德治的传统，注重人

的情感化，也大大缓解了由于法律强制实施而激起

的社会矛盾。但应该看到，情的注入并不意味着法

律无原则让步，也绝不应以权利的放弃为代价。

（#）正确处理国法与私情关系
中国传统对法律的解释是依据情境和人的感情，

而非依据绝对标准，人们发生纠纷也不求助于律师或

用抽象的术语来取得法律的裁判。相反，他们总是求

助于中间人或调解人。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一味沉

迷于情中而不及其他。相反，《韩非子·五蠹篇》中，韩

非举了“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的例子，又举了一个“父

子孝子，臣子背臣”的例子，他的解决办法是取消孝的

价值：“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这不太

符合中国国情，而后来《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记载

的腹 不徇私情，而将其子正之以法，杀人者不是为

人父的身份，而是执法者的身份，腹 之所为，是解决

私情与国法之间冲突的唯一方式，这一方式也是现代

民主法制社会所选择的方式。而其是建立在国法的

价值高于亲情的价值前提之上的。

（$）崇尚和弘扬理性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生命整体观，即天人合一的宇宙

观、自然观以及追求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致使中国

虽拥有灿烂辉煌的文化，却缺少理性精神。这一方

面不利于法律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也缺少控制人

情泛滥的闸门。因此，理性精神作为协调法与情之

间的平衡木，它的力量强大，对于法、理、情的重新架

构，将起稳定作用。

总之，儒家伦理法的合理成分值得保存、积极培

植和精心保护，这对今天法制化进程不无裨益。因

为“传统不仅仅当作是障碍或不可避免的状况⋯⋯

保留传统则应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但同

时，也无法忽视其缺陷，只有进行重构，才能与现代

法治精神相契合，以适应法制现代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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